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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中所涉“责任田”问题的订正与补充

李嘉树 张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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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为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历程，提供了基本线索和重要材料。《毛泽东年谱》的主
编逄先知、冯蕙指出: 这部年谱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工作实践，研究中国共
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经验教训，研究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形成基础，提供了丰富的史料①。这样的评价，是切实的、中肯的。笔者在研究安徽省 1961 年推
行“责任田”和 1962 年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这部年谱便是重要的参考材料之一。研习这部年谱
时，笔者对其所涉“责任田”部分，作了若干订正与补充，以求方家赐教。

一、曾希圣 1961 年 3 月汇报“责任田”的问题

年谱披露: 1961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同曾希圣、谭启龙谈话。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安徽试行
责任田的办法②。
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因为“责任田”在 1961 年 3 月 15 日还不能称之为“责任田”。所谓“责任

田”，是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为摆脱严峻的困难局面，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推行将集体土地交
由社员独立耕作的应急之策。其实质，就是包产到户，但责任田这个名称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此称
谓，而是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于 1961 年 6 月才最终定名“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简称
“责任田”。在此之前，“责任田”的名称几经变化，但都不叫“责任田”。

1960 年 10 月，时任华东局第二书记的曾希圣，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
记。当时，曾希圣把工作重心放在山东，并从安徽携 4 名工作人员———省委委员张立治、秘书赵岭
峻、省委政治研究室的周曰礼和陆德生，奔赴济南解决山东农村出现的严重问题。1960 年 12 月，安
徽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省长黄岩和省委农工部部长张世荣，赴山东向曾希圣汇报安徽三级
干部会议的情况时，曾希圣指示: 在安徽偏僻的山区，搞个包产到户的试点。根据这一指示，黄岩便
在舒城县晓天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工作。1961 年 1 月，安徽省委常委郑
锐、张祚荫去山东汇报工作时，曾希圣又提出试点包产到户。1961 年 2 月，曾希圣深感安徽问题同
样严重，便从济南回到合肥，并在中途蚌埠主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曾希圣提出各地委要
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1962 年 2 月下旬，曾希圣指派省委委员张立治率赵岭峻、周曰礼、陆德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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逄先知、冯蕙:《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的主要特点和研究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
《毛泽东年谱》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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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合肥市南新庄，开展包产到户的试点①。

推行“包产到户”，当时在政治上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包产到户被认为
是与合作化背道而驰之举，因而遭到严厉的批判。1956 年，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上级的

支持下，推行包产到户。1957 年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指责其犯了“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
路线的错误”②。1959 年河南、湖北等地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人民日报》又刊载了言辞激烈的
批判文章，指责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凡是这样做了的地区，不止在生产上造成

了损失，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都引起了严重的后果。”③总结南新庄试点经验时，张立治拿出《人
民日报》的《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提醒曾希圣注意避开政策红线④。

1961 年 3 月 7 日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曾希圣指示按照南新庄的办法整理出一份材料，由
省委书记处同志分头到各地传达。会后，张立治整理出了《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 草
稿) 》⑤。随后，曾希圣南下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

负责人会议( 简称“南三区会议”) 。差不多同一时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北京召开华北
局、东北局、西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 简称“北三区会议”) 。3 月 15 日，北三区会
议和南三区会议合并，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南三区会议期间，曾希圣抛出了南新庄的经

验，并称之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这套办法，果然引发一片争议。有人说，这是组织起来
的单干。有人说，这是农民向国家交地租。甚至有人说，这是“回到土改分田地的时候去了”⑥。曾

希圣还将这一办法，送给部分参会人员征求意见，得到的反映亦不尽一致: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

奎“很感兴趣”; 中央农工部副部长廖鲁言未置可否，说“这个文件不大看得懂”⑦。由于议论纷纷，

曾希圣致电安徽省委，要求停止推行。他还致电张立治，批评他只搞“包产到户”的试点，不搞田间

管理包到户的试点⑧。

在这种情况下，曾希圣请求当面向毛泽东汇报。3 月 15 日早晨，毛泽东约见曾希圣，一同前往
的还有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由于只有 3 个人在场，这场谈话可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有

一点可以肯定: 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的，应当是“包产到田、责任到人”或“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而
绝不可能是“责任田”。理由很简单，张立治整理的材料是《关于包产到户责任到人问题( 草稿) 》，

曾希圣在南三区会议提出的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直到 1961 年 6 月 3 日，安徽省委农工部部长
张世荣作《关于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执行情况和午季奖赔等问题的报告》，安徽省委于 6

月 8 日转批这份报告时，曾希圣推行的包产到户才正式定名为“关于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

所以，年谱中的相关表述宜改为: 1961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同曾希圣、谭启龙谈话。曾希圣向
毛泽东汇报了安徽试行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这套办法后来被称为“责任田”。

年谱披露: 曾希圣 1961 年 3 月 15 日详细汇报了安徽试行责任田的由来、主要好处和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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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委办公厅:《关于“责任田”搞试点的经过情况》( 1962 年 9 月 4 日) 。
《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农业社重新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人民日报》1957 年 10 月 13 日。
《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人民日报》1959 年 11 月 2 日。
安徽省委办公厅:《张立治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三月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自我检讨》，1962 年 3 月 7 日印发。
《关于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提出的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和问题》( 1962 年 2 月 4 日) ，安徽省档案馆藏:

3 － 5 － 207。
《曾希圣同志传达广州会议精神》( 1961 年 3 月 28 日) ，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安徽省档案局:《安徽责任田资料选编》，

内部资料，1987 年 5 月。
陆德生的谈话，李嘉树采访，2016 年 5 月 23 日。
安徽省委办公厅:《关于“责任田”搞试点的经过情况》( 1962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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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①。

问题在于，曾希圣是否有可能“详细”汇报。如前所述，3 月 15 日的谈话，在毛泽东、曾希圣、谭
启龙 3 人之间展开。据谭启龙回忆，曾希圣汇报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好处后，毛泽东当即就
表示:“能增产，你就按你的办法搞”②。毛泽东表态如此明确，曾希圣的确没有必要进一步详细地汇
报。可以证明笔者推断的，还有曾希圣本人的说法。3 月 28 日，曾希圣向安徽省委常委传达广州会
议精神时，便说自己的汇报很“简要”。他说: “为了不使引起误会，我给主席秘书打了个电话，后来
主席找我和谭启龙去谈了一次，我简要讲了这个办法的好处和缺点。过去评工记分不起作用，有的
是生产队长包办，社员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划片记工，好的和坏的一样工分，不合理，对生产不

利。主席说，你们试验嘛! 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

他问，山东是否也这样搞，我说山东不搞。”③从曾希圣事后的传达报告来看，他的汇报是很粗线条
的，算不上“详细”。

从曾希圣的日程安排来看，他也没有太多时间详细汇报。据跟随曾希圣参加广州会议的陆德
生回忆: 3 月 15 日，南三区会议和北三区会议合并成中央工作会议，华东区和华北区被编为一个小
组。与毛泽东谈话后，谭启龙先回到小组开会。很快，曾希圣也回到会议室，看起来情绪很好④。谈
话后又要参会，时间如此紧凑，曾希圣确实没有多少时间详细地汇报“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情况。

曾希圣的另一举动，也证明他没有向毛泽东作详细汇报。广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从华东局书记处候补书记魏文伯处，得到了一份电话汇报材料———《安徽宿松县包产到户试点情
况》( 简称“试点情况”) 。田家英阅后，提笔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宿松县“情况很坏”的二郎公社，
“有大部分人拥护包产到户”，“要在二郎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就是把一些孤儿寡母丢下不管”。田家
英指出: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应当是“维护集体经济”;“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
不能动摇的方向”; 为了总结“多方面的经验”，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包产到户也“不妨试一
试”，但“只能是试点”。从“试点情况”来看，安徽的包产到户已经不是简单的试点，而是“大面积推
行”。有鉴于此，田家英认为“应该制止”⑤． 此后，毛泽东通过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曾希圣，
“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言下之意，就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不能普遍推广。3 月 20 日，曾希圣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指出: “关于‘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有
些同志有误解，所以再作一些说明”⑥。曾希圣再次说明情况，也表明他当初的汇报并不详细，至少
没有详细汇报“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实质就是包产到户。如果曾希圣详细汇报了这一点，毛泽东
也许一开始就不会同意。

年谱还披露田家英信件的内容: 在“情况很坏”的宿松县二郎公社，“便有大部分人拥护包产到
户”⑦。

笔者没有看到信的原件，但可以确定: 田家英的信或《毛泽东年谱》编者对情况转述与事实存在
偏差⑧。这个二郎大队，并非“大部分人拥护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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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第 4 卷，第 558 页。
谭启龙:《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38 页。
《曾希圣同志传达广州会议精神》( 1961 年 3 月 28 日) ，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安徽省档案局:《安徽责任田资料选编》，

内部资料，1987 年。
陆德生:《细说责任田》，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5 页。
《毛泽东年谱》第 4 卷，第 563 页。
《曾希圣同志给主席的一封信》( 1961 年 3 月 20 日) ，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安徽省档案局:《安徽责任田资料选编》，内

部资料，1987 年。
《毛泽东年谱》第 4 卷，第 563 页。
《毛泽东年谱》副主编张素华研究员披露，田家英的信就是这样写的。也就是说，田家英对情况转述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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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田家英是看到魏文伯提供的“试点情况”后，才动笔给毛泽写信的。田家英本人并不
直接了解安徽宿松的情况，他所提到的事实均来自“试点情况”。“试点情况”则是 1961 年 3 月 15

日，由华东局农办副主任董家邦所作的电话汇报。董家邦汇报: 安徽省委工作组“在合肥市大竹山
青杠大队( 笔者注: 原文如此，应为大蜀山井岗大队) 南新庄小队试行包产到户”。安徽省委书记处
几位书记分头传达经验，桂林栖到安庆、宋孟邻到六安、王光宇到阜阳。宿松县委书记召集公社党
委书记开会讨论，到会 10 人中，有 6 人不赞成。“试点情况”特别提醒，注意宿松“两个队”———九姑
公社平岭大队和二郎公社先觉大队张湾生产队———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换而言之，这份汇报的是
二郎公社一个生产队的情况，而非整个公社的情况。

此外，二郎公社的这个生产队，并不是“大部分拥护”，而是大部分人反对。“试点情况”说: 张湾
生产队到会的 40 多户，反对的 30 多户，8 户表示“可包可不包”，只有 2 户坚持包产到户。反对包产
到户的人，有寡妇、职工家属和手工业者。该队在讨论包产到户时，有 8 个寡妇单独开会，说:“如果
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八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职工家
属 13 户，听到要实行包产到户的消息，一个工人家属找干部谈:“丈夫在安庆厂里做工，家里三个小
孩，这一大波罗，包产到户，超支了怎么办，要拿钱买粮没钱，想找丈夫回来。”一个 40 多岁的手工业
者，在会上表示不同意包产到户①。可见，“试点情况”既没有提及整个公社的情况，更没有说“大部
分拥护包产到户”。田家英的信反映出他误读了“试点情况”的内容，年谱最好也要作一些说明，以
免让人误解。

二、曾希圣 1961 年 7 月汇报试行“责任田”的问题

年谱披露: 1961 年 7 月 8 日，曾希圣在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安徽试行“责任田”的情况②。
1961 年 3 月 20 日，曾希圣致信毛泽东，汇报“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未获任何回应。曾
希圣在广州致电安徽省委，指示停止推行。这个时候，全省已有 39. 2%的生产队实际上实行了包产
到户的办法③。3 月 20 日至 7 月 8 日的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态度一度有松动，他曾表示:“可以搞
一半嘛!”④。7 月 8 日，曾希圣见到毛泽东时，全省已有 66. 5%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⑤。

年谱这样的表述，给人的感觉是这次汇报曾希圣只谈了“责任田”问题。事实上，在毛泽东放宽
限制的情况下，曾希圣没有必要继续盯着这个问题不放。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关心的问题是:
( 一) 安徽省委在岳西县石关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二) 1961 年的生产情况。曾希圣汇报
了“石关会议”上，省委书记处几位书记作了检查，这次会议是安徽的转折点。毛泽东说: 要接受经
验教训，能转过来就好。曾希圣说，1961 年最大的问题是有灾。毛泽东说，天不帮忙，河南、湖北、四
川、山东等都有灾，粮食很紧张。毛泽东又询问了粮食外调情况。曾希圣说，外调 2 亿斤粮食有困
难，自保自还是紧，还要多种一点瓜菜⑥。

毛泽东谈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 简称“六十条”) 时，曾希圣才汇报了“责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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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华东局农村办公室:《安徽宿松县包产到户试点情况》( 1961 年 3 月 15 日)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7 年，第 6 期。
《毛泽东年谱》第 5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 页。
《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 1961 年 4 月 21 日) ，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安徽省档案局:《安徽责任田资料选

编》，内部资料，1987 年。
《曾希圣同志传达主席讲话要点》，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安徽省档案局:《安徽责任田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7 年 5

月。
安徽省委办公厅:《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材料》( 1962 年 7 月 20 日) 。
《曾希圣同志传达主席讲话要点》，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安徽省档案局:《安徽责任田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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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六十条”中有一条不对头，将来要修改，这一条就是三包一讲问题; 湖北汇报的“三包一
奖”是个假话，他们根本没有实行，包工包产也是大呼隆; 有一个县没有搞三包一奖，就是做得好，他
们的办法是大包干。这个时候，曾希圣顺势汇报了“责任田”。在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要点时，曾希圣
透露:“我顺便谈了一下，我们的包责任田问题，我们是包产到队，不是包产到户，还有些同志对这个
问题没有搞清楚。”①曾希圣是“顺便”汇报，还是见缝插针地有意为之，我们并不清楚，但至少可以肯
定: 曾希圣谈话的重心，并不在于向毛泽东争取“责任田”的合法性。

这次谈话，毛泽东还肯定了安徽借地给群众种油料的做法，表示自留地可以扩大至 10%。对省
委干部调整问题，毛泽东也给出了具体的意见。

年谱的记录是准确的，笔者的补充，有助于知晓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责任田”的背景、经过等。

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曾希圣为推行“责任田”所作的努力，以及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支持“责任田”的
态度。
( 本文作者 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讲师 合肥 2300039;

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侯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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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 年 11 月 23 日) 习近平

卓越的历史功勋 伟大的人民公仆

———关于刘少奇同志一些档案文献的回顾 王 刚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欧阳雪梅

习近平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思考 周逢梅 邵小文

习近平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对和批判 孙旭红

习近平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刘海飞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改革初探 邢 浩

论毛泽东人与战争胜负关系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赵万须 翟清华

1939 年周恩来的皖南浙江行 林威杰

从党风建设角度看陈云的民生思想 朱佳木

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的早期探索

———兼论瞿秋白的重要贡献 薛 琳 闫 盼

全面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实践

———以《抗战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岳谦厚 乔傲龙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意蕴考 刘 意

“下中农”考辨 郭心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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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希圣同志传达主席讲话要点》，安徽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安徽省档案局:《安徽责任田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7 年 5
月。


